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冥世的 “乡里”想象
———以汉六朝冢墓铭文为中心
林昌丈
( 厦门大学 历史学系，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汉六朝时期，与坟茔和阴间居所相联系的冥世“乡里”，逐渐成为人们想象死后世界的另一图
景。其一，无论葬于何处，亡人“乡里”的表达是依据现世的籍贯，强调的是死者和灵魂的“乡里”归
属。其二，亡人“乡里”逐渐和葬地、坟茔等相对固定的空间相联系，促使“旧墓”情结的形成。其三，
亡人新“乡里”的构建。“旧墓”情结促使侨流人群在心理上逐渐接受、认同异乡; 在新式买地券文体的
构建下，亡人通过“买地”的方式优先于生人获得“新乡里”，安顿于异壤。这三个层面，是从死后灵魂
的空间移动的立场上加以认识和想象的，分别是从现世到冥世的移动，葬于异乡而亡魂却归于“旧里”和
安顿于异乡冥世，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古时期冥世的“乡里”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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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生于天地之间，其必有死。”① 死亡并不可惧，因为它意味着另一世界的开端。由此出发，早
期中国民众对死后世界的想象，无论是死后的魂魄 ( 灵魂) 观念及其居所，还是掌治亡魂、坟墓的
地下神祇，呈现出不断发展变化的复杂过程。② 从西汉中后期以后，人们相信，死后魂、魄分离，分
别前往“泰山”和“蒿里”，由阴间的“泰山府君”等地祇掌治。③ 这是对死后世界的总体性认识框
架。然而另一方面，坟茔又被认为是灵魂的阴间居所，是亡人通向死后世界的门户和重要媒介。④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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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墓葬的功能也绝不限于此，受到冥世观念、宗教思想及其变化的影响，它还逐渐承载着祭祀、礼
仪等诸多的功能。
关于魂魄 ( 灵魂) 的不同居所的认识，看似互为抵牾，然而事实上，它们来源于两套不同的想
象死后世界的认知体系，分别是东周战国至汉代形成的地下神祇系统和墓葬用以安顿死者及其灵魂的
观念，后者的形成要远早于前者。① 虽然不断演变，但在两汉六朝时期，这两套系统依旧并行不悖地
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中。本文的讨论正是由后者开始。
毋庸赘言，用于安顿死者和灵魂的坟茔，它的形制、规模和随葬品都在不断发生着变化。汉人
“事死如事生”，精心营造的地下居所俨然是现世宅舍。这其中，随葬冢墓铭文也蔚成风气，② 起着招
魂、镇墓、买地和标识葬地等一系列功用。换言之，冢墓铭文的出现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冥世
观念和宗教思想的影响。试举一例，云南昭通出土的东晋“霍使君”壁画墓题记云: “君讳□，字承
嗣，卒是荆州南郡枝江牧，六十六岁薨。先葬蜀郡，以太元十□□二月五日改葬朱提。越渡□余，魂
来归墓。”③ 考古报告认为霍使君很有可能是霍彪，乃霍峻曾孙。据 《三国志·霍峻传》，霍峻为南
郡枝江人，蜀汉梓潼太守，卒后葬于蜀郡成都。④ 霍彪先葬蜀郡，看来是归葬先祖旧墓，后迁葬于朱
提郡。为了迁葬之后魂灵得以安顿于朱提的墓中，镌刻了此题记。进一步而言，此题记的制作是出于
招引原先安顿于蜀郡墓中的魂灵的目的，即“魂来归墓”。
据上述题记可知，坟茔埋葬死者，铭文招引灵魂，而灵魂依托于坟茔。坟茔、铭文和灵魂三者之
间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当然，冢墓铭文的意义不仅于此。围绕汉六朝冢墓铭文中关于籍贯和葬地
( 旧墓) 的表达和认识，呈现出更为丰富的社会文化图景。如，东晋太宁元年 ( 323) 谢鲲墓出土随
葬铭文曰:
晋故豫章内史、陈 ( 国) 阳夏谢鲲幼舆，以泰宁元年十一月廿 ( 八) ( 亡) ，假葬建康县石
子岗，在阳大家墓东北 ( 四) 丈。妻中山刘氏; 息尚，仁祖; 女真石; 弟褒，幼儒; 弟广，幼
临。旧墓在荧阳。⑤
墓主谢鲲籍贯豫州陈国阳夏，先祖旧墓位于司州荥 ( 荧) 阳。据 《晋书·谢鲲传》，谢鲲祖谢
缵，典农中郎将，父谢衡，国子祭酒。⑥ 谢缵、谢衡父子任官于洛阳，从而葬于洛阳附近的荥阳一
带。由此推测，谢氏旧墓至迟在谢衡时就已经存在。受到当时南北对峙局势的影响，谢鲲死后，既没
有归葬旧墓，也不是葬于籍贯地，而是假葬于建康石子岗。出于日后可能归葬旧墓的考虑，此方铭文
不仅有意记录谢氏旧墓的位置，而且记载了位于建康的假葬地和具体的墓葬方位。更为重要的是，类
似记载墓主旧墓和葬地的铭文很有可能是专门为墓主假葬他乡而制作的。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谢氏灵魂而言，它面临着籍贯所在地、旧墓和假葬地三处空间的选择。围绕
这三处亡魂居所，逐渐产生了有关冥世 “乡里”的认识和想象。这种认识和想象表现为: 出于招魂
目的和强调死者“乡里”归属的籍贯表达; 因祖、父葬地而产生的 “旧墓”情结和 “旧里”想象;
为安顿于异乡冥世而产生的亡人新 “乡里”。
稍稍回顾已有的相关学术成果，可以发现目前有关汉魏六朝时期冢墓铭文的研究，相对来说较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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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冢墓铭文的类型划分，“墓志铭”的形制和文体及其渊源，墓志和谱牒、世家大族的关系等主题。①
研究路径则集中于墓铭的单篇考证以及利用这一类出土资料探究相关的家族史、政治史和历史地理等
领域的论题。另外，对于随葬铭文的制作原因、流移人群在随葬铭文上体现出的复杂社会心理等问
题，已有成果触及。② 不过相对来说，较少有成果专门探讨冢墓铭文中的籍贯和葬地 ( 旧墓) 等内
容。本文接下来从上述有关冥世 “乡里”想象的三个层面展开讨论。
一、志墓铭文中的亡人 “乡里”
人们想象着在地下世界存在着 “死籍”，为阴间神祇所掌管。成书于东汉时期的 《太平经》说
道: “天有生籍，亦可贪也; 地有死籍，亦甚可恶也。”又曰: “为恶不止，与死籍相连，传付土府，
藏其形骸。”③ 一方面，“死籍”由地下 “土府”管理，上面登记着生前的诸种恶端，严格意义上说
只是一种名籍。另一方面，居于坟茔中的死者魂神，因承袭自生前的籍贯而拥有明确的 “乡里”。
西汉成帝河平三年 ( 前 26) “麃孝禹刻石”曰:
河平三年八月丁亥， /平邑□里麃孝禹。④
如何理解铭文中的“平邑□里”呢? 《山东通志·艺文志》释 “□里”为 “侯里”，进而认为平
邑侯里得名于甘露四年 ( 前 50) 封居东海郡的平邑侯刘敞。⑤ 实则平邑侯刘敞封居泰山郡。⑥ 更为重
要的是，“□里”，亦有释作“成里”、“氏里”和 “广光里”等。这样一来，“平邑□里”还可以理解
为“平邑”和“□里”两处地名的组合。元帝初元元年 ( 前 48) 废平邑侯国，此处的“平邑”不当
是县名。那么，在“□里”之上的就是平邑乡。原位于今平邑县县城八埠顶 ( 莲花山) 的东汉 “元
和石阙”铭文曰: “南武阳平邑皇圣卿冢之大门”; “章和石阙”文曰: “南武阳功曹、乡啬夫□文学
掾平邑□□卿之门。”⑦ 南武阳县属泰山郡，不知初置时间，有学者推测它在初元元年废平邑侯国后
所置。⑧ 石阙铭文中的“平邑”紧随南武阳县之后，应当就是 “平邑乡”的简称。总而言之，初元
元年平邑侯国虽废为南武阳县，但平邑乡却一直沿袭下来。因而，“麃孝禹刻石”中的地名呈现出了
乡、里的组合。它标识了墓主和所属乡里。
和麃孝禹墓前石刻不同，时代稍后的一些墓葬铭文并没有记载任何 “乡里”名称。如，新莽天
凤五年 ( 18) “高彦墓砖”铭文曰: “琅邪郡左尉高君 /讳彦，始建国天凤 /五年三月廿日物故。”⑨ 除
了官衔、名讳和死亡的年月日外，铭文没有出现和墓主相关的地名。那么，“乡里”名称的有无是否
和志墓铭文的性质有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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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先来观察甘肃武威汉墓出土的多方柩铭。这批汉墓群位于武威市凉州区
杂木河西岸的高台上。柩铭有:
姑臧西乡阉导里壶子梁之 ［柩］。( M4)
姑臧渠门里张□□之柩。( M22)
平陵敬事里张伯升之柩，过所，毋 ［留］( 哭)。( M23)
姑臧东乡利居里出 ( 土?) □…… ( M54)
此外，还有一件属于“镇墓券”:
姑臧北 乡 西 夜 里 女 子□宁 死，下 世，当 归 冢 次，□□□□□水 社，毋□河 ( 苛) 留，
□□ ［有天］ 帝教，如律令。( M15) ①
这些铭文以墨书或朱书于丝织品上，丝织品则平铺于棺盖上，学者根据 《仪礼·士丧礼》的记
载，判定其为铭旌。《仪礼·士丧礼》曰: “为铭，各以其物。亡，则以缁长半幅， 末长终幅，广
三寸，书铭于末，曰: ‘某氏某之柩’。”② 上引武威汉墓出土的四方柩铭，其体式确与 《仪礼》所记
较为相似，然而铭文有所不同，最明显的就是加入了地名的内容。除此而外，若从丧葬仪式的过程加
以把握的话，铭旌用于出殡队伍中，而上述出土的丝织品，则是覆盖于棺材上。前者的目的是确定魂
的离去; 后者很有可能是 “幠”，用于招魂。③ 因此，这些 “柩铭”，具有将死后亡魂招至棺材中的
作用。
接下来先说 M23 的张伯升柩铭。铭文说伯升是平陵敬事里人士。和 M22 的 “姑臧渠门里”的格
式相比，平陵应是县名，为右扶风郡属县。汉时，平陵有张氏，如张山拊、张湛。④ 这样来看，张伯
升是客居于姑臧县的移民，逝世前可能尚未入籍当地，而以原籍标识自己的身份。M22 同样是一位张
姓墓主。根据墓中出土木案上的文字，可知墓主为张孝用。⑤ 两墓毗邻，墓主又皆为张姓，二人很有
可能是亲属。所不同的是，张孝用柩铭冠以 “姑臧渠门里”的地名。这透露出张孝用已入籍当地并
居住于渠门里。墓葬所在地位于汉代姑臧县城外 15 公里左右的西南郊，⑥ 渠门里大体是姑臧城内的
里名，⑦ 因而张孝用的居住地和墓地并非属于同一乡里。相似的情况如 M4、M15 和 M54。三座墓墓
主分别来自姑臧的东乡、西乡和北乡，而葬地却位于姑臧城南郊。这一现象非常值得注意，表明柩铭
的作用正是在于引导死者亡魂从生前的居处前往棺柩所在的墓地。上引 “镇墓券”文中就说得很清
楚，死者下世，当归冢次，毋苛留。然而这也不能解释柩铭前为何添加乡里的内容。值得注意的是，
铭文中如“过所，毋留”和“毋□河 ( 苛) 留”等词汇，和当时过所公牍中的用语比较相似。⑧ 这
表明武威地区所见的柩铭受到过所文牍的影响。⑨ 更为直接的例子，来自于凉州区韩佐乡宏化村五坝
山三号汉墓出土的“木牍文告”。文告开头就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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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甘肃省博物馆: 《甘肃武威磨咀子汉墓发掘》，《考古》1960 年第 9 期; 甘肃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 《武威汉
简》，北京: 文物出版社，1964 年，第 148－149 页; 安志敏: 《长沙新发现的西汉帛画试探》，《考古》1973 年第 1 期; 刘昭瑞: 《考
古发现与早期道教研究》，北京: 文物出版社，2007 年，第 352－354 页; 李零: 《中国古代的墓主画像———考古艺术史笔记》，《中国
历史文物》2009 年第 2 期; 上海书画出版社编: 《中国碑帖名品·秦汉简帛名品下》，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2015 年，第 71 页。
郑玄注，贾公彦疏: 《仪礼注疏》卷 35，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770 页。
余英时: 《“魂兮归来!”———论佛教传入以前中国灵魂与来世观念的转变》，载余英时: 《东汉生死观》“附录二”，侯旭东
等译，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有限股份公司，2008 年，第 168－169 页。
《汉书》卷 88《儒林传·张山拊》; 《后汉书》卷 27《张湛传》。
甘肃省博物馆: 《甘肃武威磨咀子汉墓发掘》，《考古》1960 年第 9 期。
有关姑臧县城址，参见李并成: 《河西走廊历史地理》第 1 卷，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35－38 页。
甘肃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 《武威汉简》，北京: 文物出版社，1964 年，第 148 页。
有关过所公牍中的用语，参见陈直: 《汉晋过所通考》，原载《历史研究》1962 年第 6 期，后收入陈直: 《居延汉简研究》，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 年，第 39－40 页。
较早注意到此种类型的冢墓铭文和过所公牍之间联系的是陈直，参见陈直: 《关于“江陵丞”告“地下丞”》， 《文物》
1977 年第 12 期。
张掖西乡定武里田升宁，今归黄，过所毋留难也，故为□□□。今升宁自小妇得绥取升宁衣
履烧祠，皆得□过也。①
该文告的性质和上述用于招魂的柩铭不同，但亦平置于棺盖上。在这一点上，两者是一致的。墓
主田升宁生前居住于张掖县西乡定武里，墓地位于五坝山东侧。葬地是否也辖属于西乡定武里，无以
知晓。“黄”字，即表示墓穴，如上引“镇墓券”中的 “冢次”。该文告模仿了现世的过所文书，作
为墓主田升宁的亡魂前往墓穴的通行凭证。就此而言，柩铭和 “木牍文告”之所以清楚地胪列墓主
的生前居处，也正是受到过所文牍的影响。在进行跨地域的空间流动时，生人、死人都须要详细注明
自身的籍贯 ( 居地) 。这也正是此类铭文添加地名内容的原因。
不仅如此，铭文中的籍贯还可理解为墓主在地下世界所拥有的 “乡里”。榆林绥德县出土的东汉
永元四年 ( 92) “田鲂画像石墓题记”曰:
西河大守都集掾、圜阳富里公乘田鲂万岁神室。永元四年闰月廿六日甲午卒上郡白土，五月
廿九日丙申，葬县北鸲亭部大道东，高显冢营 ( 茔)。②
该题记铭刻于墓葬前室后壁宴乐图画像下方柱石上，记载墓主官职、籍贯、墓葬名、卒葬日期、
葬地和铭辞。“县北”应是圜阳县北。墓主田鲂于永元四年卒于上郡白土县，归葬西河郡圜阳县北的
鸲亭亭部大道东，也就是墓葬出土地的四十里铺镇后街村。当时的鸲亭亭部大致就位于后街村一带。
墓主所居住的圜阳县富里，具体位置今已无考。铭辞说道: “精浮游而踉跄兮，魂飘摇而东西。恐精
灵而迷惑兮，歌归来而自还。掾兮归来，无 ( 毋) 妄行，卒遭毒气遇凶殃。”这一首“归来”歌，就
是为了指引飘摇于异地的墓主灵魂安顿于家乡的墓中。除了田鲂墓题记，陕北和山西吕梁地区出土了
不少相关的画像石墓题记 ( 见表 1) 。
表 1 东汉西河郡画像石墓题记
题记内容 出土、征集地
西河太守行长史事、离石守长杨君孟元舍。永元八年三月廿一日作 绥德县苏家岩乡苏家圪坨村汉墓
徐无令乐君永元十年造作万岁吉宅 绥德县四十里铺镇征集
永元十二年四月八日王得元室宅 绥德县城关镇保育小学内汉墓
永元十二年西河府史郭元通吉宅 子洲县苗家坪
永元十五年三月十九日造作居; 圜阳西乡榆里郭稚文万岁室宅 绥德县张家砭乡五里店村征集
王圣序万岁室宅，永元十六年十二月一日祖下 绥德县黄家塔六号墓
永元十六年三月廿五日甲申西河太守掾任孝孙之室 绥德县四十里铺镇汉墓
西河圜阳张文卿以永元十六年十月造万岁堂; 张公之室 绥德县白家山汉墓
西河大守掾圜阳榆里田文成万年室，延平元年十月十七日葬 绥德县四十里铺镇汉墓
永初元年九月十六日，牛文明于万岁室，长利子孙 米脂县银州镇官庄村四号汉墓
永和四年九月十日癸酉，河内山阳尉西河平周寿贵里牛季平造作千
万岁室宅
米脂县银州镇官庄村征集
使者持节中郎将莫府奏曹史西河左表字元异之墓; 和平元年，西河
中阳光里左元异造作万年庐舍
吕梁市离石区马茂庄村西山塬
和平元年十月五日甲午，故中郎将安集掾平定沐叔孙室舍 吕梁市中阳县道棠村汉墓
汉故华阴令西河土军千秋里孙大人显安万岁之宅兆; 建宁四年十二
月丁□□十日丙申造
吕梁市离石区马茂庄村
熹平四年六月……; 汉故西河圜阳守令平周牛公产万岁之宅兆 吕梁市离石区马茂庄村西山塬十四号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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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李均明、何双全编: 《散见简牍合辑》，北京: 文物出版社，1990 年，第 244 页。
榆林地区文管会、绥德县博物馆: 《陕西绥德县四十里铺画像石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2002 年第 3 期; 裘锡圭: 《读
〈陕西绥德县四十里铺画像石墓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2003 年第 5 期; 徐玉立主编: 《汉碑全集》第 1 册，郑州: 河南美术出
版社，2006 年，第 187 页。
故大将军掾、并州从事、属国都尉府丞平周寿贵里木君孟山夫人德
行之宅
米脂县银州镇官庄村汉墓
使者持节护乌桓校尉王君威府舍 绥德县黄家塔四号墓
……癸丑故中□□西河□□□仲□□北安错玄墨之宅 绥德县黄家塔八号墓
大高平令郭君夫人室宅 绥德县四十里铺镇汉墓
故雁门阴馆丞西河圜阳郭仲理之椁 陕北境内
西河圜阳郭季妃之椁 吕梁市离石区
西河太守盐官掾贾孝卿室宅 清涧县贺家沟村
汉河东 ( 掾) ［杨］ 丞西河平定长乐里吴执仲超 ( 造?) 万世宅兆 吕梁市离石区交口镇汉墓
资料来源: 梁宗和: 《山西离石县的汉代画像石》，《文物参考资料》1958 年第 4 期; 李林等编著: 《陕北汉代画
像石》，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 年;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 《山西离石再次发现东汉画像石墓》，《文物》1996
年第 4 期; 李贵龙、王建勤主编: 《绥德汉代画像石》，西安: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 年; 吕梁地区文物局: 《山
西吕梁地区征集的汉画像石》，《文物》2008 年第 7 期; 榆林市文物保护研究所、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编: 《米
脂官庄画像石墓》，北京: 文物出版社，2009 年。
表中胪列的题记，往往镌刻于墓中的立柱石上。这一形制普遍存在于东汉西河郡 ( 今陕北榆林、
晋西北吕梁一带) 的画像石墓中。这种刻有题记的石柱往往置于墓葬前后室间，书写墓主生前官衔、
营建墓室的年月日或葬日、墓主姓名，最后以“神室”“室宅”“宅舍”“宅兆”和 “椁”等表示墓
室、墓地和棺柩的词语结尾。稍稍观察可知，这些题记意在标明位于地下世界的死者的居所。然而题
记中书写的地名，并非仿照墓主生前的居地，而是籍贯 ( 原籍) 。①
对于墓主属于本地乡里的墓室题记而言，籍贯的表达暗含着居地之意，因此下面的重点是探讨上
表中流移到异乡人士的墓室题记。葬于离石区马茂庄西山塬的左表，籍贯为中阳县光里。西山塬一带
应是汉代离石县城西郊外的丛葬之所。墓主左表生前很可能居于离石县城，死后葬于西山塬。“中阳
光里”的表达体现出墓主生前的籍贯地而非居地。建宁四年 ( 171) 孙显安墓石铭文记载其籍贯 “西
河土军千秋里”。土军是县名，有学者说道: “在山西石楼，对岸是清涧，隋以来始称石楼。后汉
省。”② 则土军县位于中阳县西南。结合此题记可知，土军县至迟在东汉建宁四年仍旧存在。孙显安
和左表一样，当时寄居于离石县，将葬地选择在离石县西郊。
再来看沐叔孙、吴执仲和牛公产的题记。沐叔孙籍贯西河平定县。《后汉书·孝顺帝纪》永和六
年 ( 141) 丁亥，“徙西河郡居离石”。其下李贤注曰: “西河本都平定县，至此徙于离石。”③ 西河郡
从平定迁治离石，与这一时期南匈奴寇乱西河郡河西一带有密切关系。在这样的形势下，沐叔孙成为
随西河郡迁治离石县的流移人群之一，死后葬于中阳县道棠村一带。同是平定县籍贯的吴执仲，情况
和沐叔孙比较类似，葬于离石区交口镇，题记中以 “西河平定长乐里”凸显墓主的原籍地。牛公产
墓石题记说他来自平周县，却葬于离石县城西郊。平周县，学者据牛季平、木孟山墓石题记，认为当
在今米脂县境内。④ 牛公产没能和牛季平、牛文明一样葬在米脂官庄村，也应是受到南匈奴寇乱河西
诸县而迁往离石县的影响。
依据上述分析可知，寄居异乡的人群，其墓室题记中的地名内容标明了墓主的原籍，而非生前居
地。这和墓主为本地人士的墓葬题记中的地名内容相比，其实是一致的。无论葬于何处，二者着重强
调的是墓主生前的籍贯。对于死者而言，墓室题记类似于招魂的意味，使得灵魂安顿于墓中; 对于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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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提出的是，上表题记内容表现出地名记载的详略和有无的差异。这一现象值得关注。铭文中有无地名内容，纯粹只是
无意的做法，还是另有他意，有待日后深入考察。
李零: 《陕北笔记 ( 下) ———读〈汉书·地理志〉西河郡》，载《我们的中国》第 3 编《大地文章: 行走与阅读》，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 年，第 229 页。
《后汉书》卷 6《孝顺帝纪》。
吴镇烽: 《秦晋两省东汉画像石题记集释———兼论汉代圜阳、平周等县的地理位置》，《考古与文物》2006 年第 1 期。
世的地祇而言，阅读这些题记便可知死者的籍贯和身份。换言之，题记前标明的籍贯不再仅仅只是死
者的生前籍贯，还是死者用以标明地下居所的 “乡里”。以生前籍贯作为死后“乡里”的做法，和地
下神祇系统模仿现世的官僚行政组织是相符的。
然而，这样的题记并非仅限于西河郡。出土于山东诸城郭家屯镇前凉台村东汉墓的 “宴客图”
画像右上方题记曰: “汉故汉阳大守、青州北海高密都乡安持里孙琮字威石之郭藏。”① 从内容上看，
和上述陕北地区的画像石题记如出一辙。都乡，即高密城所在的乡，安持里或为城内所编之里，那么
孙琮很有可能居住于高密城内。关于这一点，可以从 “汉故安平相孙府君之碑”中找到旁证。据碑
文和上述题记，孙根和孙琮当为兄弟关系。碑石置立地点，大体就在今前凉台、住王庄村一带。碑文
中说道: “于是握粟，卜葬中坰。”② 意思是孙根家人握粟出卜，葬孙根于中坰。“中坰”，指的是城
外的远郊。由此加以理解，孙根也极有可能居于城内。高密城址位于今潍河东岸的前田庄、后田庄和
薛家老庄村一带，城外西郊散落着多处墓区。③ 孙琮居于高密城内而葬于城外西郊的前凉台村，因而
姓名前冠以“都乡安持里”，正是为了凸显墓主籍贯的考虑。在前凉台村东北潍河东岸的住王庄村，
发现了孙仲隐墓葬，出土的方形圭首的墓石铭文曰: “青州从事、北海高密孙仲隐，故主簿、督邮、
五官掾、功曹、守长，年卅，以熹平三年七月十二日被病卒，其四年二月廿二日戊午葬于此。”④ 内
容主要涉及墓主的籍贯、历任官职和卒葬年月日，其中“北海高密”，也正是标明墓主的籍贯。
相似的情况，还来自于成都武侯区燃灯寺东汉砖室墓石门上的一则题记。铭文曰: “梁离狐茂陵
任君元升神门，中平四年十二月十三日葬。” “离狐”，当为县名，本属东郡，东汉建初四年 ( 79) ，
割益济阴国 ( 郡) 。⑤“梁”字在离狐县前，应为郡 ( 国) 名，然离狐县并无割属梁国的记载，铭文
当有舛误。墓主任元升生前应是担任离狐县令，“茂陵”标识了墓主的籍贯。也就是说，任元升并没
有葬于籍贯地右扶风郡茂陵县。这表明他生前应由关中南迁巴蜀，从而居于、葬于蜀郡。
当然，在墓志铭的文体定型前，随葬铭文中记载的籍贯并非东汉时期的特有现象。不过，到了东
晋南朝前期，有关现世籍贯即亡人“乡里”的认识，表现得更为明显。如，刘宋元嘉十八年 ( 441)
“谢涛埋铭”载谢涛籍贯曰: “宋故散骑常侍、扬州丹杨郡秣陵县西乡显安里领豫州陈 郡 阳夏县都乡
吉迁里”⑥; “宋乞墓铭”曰: “杨州丹杨建康都乡中黄里领豫州陈郡阳夏县都乡扶乐里”⑦。谢涛和宋
乞二人，原为陈郡阳夏的户籍为现居乡里所领。这样独特的著籍方式，可能受到东晋两次土断的影
响。⑧ 同时，这也反映了在土断化的历史过程中，侨人户籍纳入现居地管理的一种模式。关键是，将
这样的著籍方式写进二人的墓铭中，恰恰是亡人“乡里”照搬生前籍贯的最好证明。
综上所述，冢墓铭文中的乡里名称不仅只是作为墓主生前的籍贯加以理解，还表现出以下两个层
面的内涵: 一是招魂，即引导死者前往冢茔和地下世界。这可能受到当时民众日常使用的过所通关文
书的影响。二是标识亡人“乡里”，仿照现世籍贯而描述死后 “乡里”。二者强调的是死者和灵魂的
“乡里”归属。然而，这种记载恰恰是忽略冢墓或葬地本身的地理位置和文化意义。与其相关的是，
随着东汉魏晋世家大族 “祖茔”“旧墓”观念的增强，和葬地相关的地名内容逐渐成为冢墓铭文的组
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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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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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日新: 《山东诸城汉墓画像石》，《文物》1981 年第 10 期; 王恩田: 《诸城凉台孙琮画像石墓考》，《文物》1985 年第 3 期。
洪适: 《隶释》卷 10，载《隶释·隶续》，北京: 中华书局，1986 年，第 115 页下栏－116 页上栏。
李储森: 《山东高密城阴城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91 年第 5 期。
李储森等: 《山东发现东汉墓志一方》，《文物》1998 年第 6 期。
《后汉书》卷 50《孝明八王列传》。
陶宗仪: 《古刻丛钞》，载《石刻史料新编》第 1 辑第 10 册，台北: 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1982 年，第 7606 页。
斯仁: 《江苏南京中华门外铁心桥出土刘宋墓志》，《考古》1998 年第 8 期。
罗新、叶炜: 《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 ( 修订本) ，北京: 中华书局，2016 年，第 42 页。
二、“糜骨乡壤”: 葬地标识和 “旧墓”情结
东汉魏晋冢墓铭文如何描述葬地呢? 哪些性质、体例的铭文会特意记载葬地的具体位置呢? 两汉
时期的随葬铭文甚少记载葬地的位置，极少数铭文中 “葬于此”的表达，就类似于东汉刑徒墓砖铭
中的“死在此下”，仅标识墓葬的简单方位。即使葬于异乡的人士，其墓中铭文也较少涉及葬地的内
容。除上节提到的志墓铭文外，还比如《西京杂记》记载西汉杜邺自撰的葬文，其中说道: “魏郡杜
邺，立志忠款……封于长安北郭，此焉宴息。”① 杜邺本魏郡繁阳人，其父武帝时徙茂陵。② 则杜邺
算是茂陵人士。他死后葬于长安北郭，也是葬于异地。文中仅以大致的方位记述他的葬地。此外如张
盛墓记，文曰: “故左郎中邓里亭侯沛国丰张盛之墓。元初二年记。”③ 该墓记出土于洛阳，当为张盛
葬地，但墓记中仅记载了墓主的官职、爵位和籍贯。
除了随葬的志墓铭文，东汉时期兴起的买地券，便可见到不少有关葬地的记载。据券文可知，④
墓中随葬买地券的做法集中于洛阳及其周边区域。学者已经指出，买地券的使用群体主要是当时居住
京师洛阳一带的平民。⑤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买地券中的葬地记载。这些葬地以冢田、冢地相称，绝大
多数以具体的亭部和交通道路加以描述。这样的表达形式，在上节所引的永元四年 ( 92) 田鲂画像
石墓题记中就已经出现。不过，买地券文对葬地描述得更为细致。所不同的是，券文中特意记载的葬
地，并非是为了日后迁葬或标识死者的尸骨所在，而是向地下世界登记墓地的所有权。券文中所记载
的墓地四至，也是作为冥世土地买卖契约的象征。因此，买地券中的葬地记载实则是为墓主的死后世
界服务的。正是通过这样的记载，呈现了与坟茔紧密联系的相对具象的地下居所。当然，对葬地的强
调不独使用买地券的普通民众。在东汉魏晋时期的上层社会中，有关葬地而衍生的 “旧墓”观念相
对较为流行。接下来从这方面展开分析。
不少学者敏锐地注意到两晋墓铭中体现出的“旧墓”“先茔”观念。⑥ 其实，早在两汉时期，就已
形成类似的“旧茔”观念。据文献可知，“旧茔”包含两种涵义，分别是原籍地和异乡的先人葬地。
先说前者。《后汉书·独行列传》“温序传”谓太原祁县温序被隗嚣别将苟宇所杀:
序主簿韩遵、从事王忠持尸归敛。光武闻而怜之，命忠送丧到洛阳，赐城傍为冢地……长子
寿，服竟为邹平侯相。梦序告之曰: “久客思乡里。”寿即弃官，上书乞骸骨归葬。帝许之，乃
反旧茔焉。⑦
汉光武帝赐温序洛阳冢地，但温序托梦给长子，让温寿归葬其骸骨于旧茔。显然，旧茔即是温序
籍贯地太原郡的先人冢地。《后汉书·马援传》谓“援妻孥惶惧，不敢以丧还旧茔，裁买城西数亩地
槁葬而已”⑧。“城西”当是洛阳城西。马援为扶风茂陵人士，从 “槁葬”的表达可知 “旧茔”指的
是原籍地茂陵县马氏先人的冢地。
再来看后者。《汉书·韦玄成传》记载鲁国韦玄成父韦贤徙居平陵，玄成别徙杜陵。玄成死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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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洪: 《西京杂记》卷 3，北京: 中华书局，1985 年，第 20 页。
《汉书》卷 85《杜邺传》。
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 《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拓本汇编》第 1 册，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 年，第 39 页; 王壮弘、
马成名编著: 《六朝墓志检要》 ( 修订本)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 年，第 5 页。
东汉买地券录文，参见鲁西奇: 《中国古代买地券研究》，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26－45 页。
鲁西奇: 《中国古代买地券研究》，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65－66 页。
相关梳理，以日本学者福原啟郎最为全面，福原啟郎「西晉の墓誌の意義」砺波護編『中國中世の文物』京都: 京都大學
人文科學研究所、1993; 福原啟郎: 《西晋墓志的意义》，王大健译，《文史哲》1993 年第 3 期。
《后汉书》卷 81《独行列传·温序》。
《后汉书》卷 24《马援传》。
白曰: “不胜父子恩，愿乞骸骨，归葬父墓。”① 韦贤父子在汉昭帝时分别徙居于平陵和杜陵，但玄成
死后愿意归葬于父墓侧，以了却孝思。东汉延平元年 ( 106) “马姜墓铭”曰: “惟永平七年七月廿一
日，汉左将军、特进、胶东侯第五子贾武仲卒，时年廿九。夫人马姜……延平元年七月□□□薨……
以九月十日葬于芒门旧茔……子孙惧不能章明，故刻石纪留……”② 胶东侯即是南阳冠军县贾复。③
芒 ( 邙) 门旧茔位于洛阳城北郊。由此可知，胶东侯贾复及其子孙死后未归葬南阳旧里，而是葬于
京师。子孙为贾武仲和夫人马姜合葬时，为了对旧茔 “刻石纪留”，制作了这方墓铭。《后汉书·皇
后纪》“灵帝宋皇后”下云: “扶风平陵人也……诸常侍、小黄门在省闼者，皆怜宋氏无辜，共合钱
物，收葬废后及酆父子，归宋氏旧茔皋门亭。”④ 皋门亭位于东汉洛阳城西、河南县城东。宋皇后乃
扶风平陵人，则皋门亭旧茔当是宋氏家族迁往洛阳后营建的葬地。
上述二则材料反映出居住于京师洛阳的官僚家族，死后并未归葬原籍地的旧茔，经过几代的发
展，在洛阳周边逐渐形成一些家族葬地。那么，此处的 “旧茔”之意，并非原籍地、家乡的葬地，
而是洛阳先人的冢地。概言之，因不少人士居于异乡、葬于异壤而形成的旧茔，实质上是原籍地旧茔
的延续。
至魏晋时期，人们归葬旧茔的意识依然浓厚。巴西郡谯周泰始六年 ( 270) 卒于洛阳，《晋阳秋》
载谯周临终遗言: “当还旧墓，道险行难，豫作轻棺。”⑤ 显然，谯周死后要归葬于家乡的先人旧墓。
会稽虞翻，贬徙交州十余年，死于当地，“归葬旧墓，妻子得还”⑥。西晋敦煌段灼在晋武帝即位时上
疏追理邓艾，末云: “谓可听艾门生故吏收艾尸柩，归葬旧墓，还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继封其后，
使艾阖棺定谥，死无所恨。”⑦ 简而言之，归葬旧墓在当时士人的丧葬习俗中是比较常见的做法。
然而，受到诸种条件的制约，即使是在洛阳为官的不少外地士人，最后也往往择葬于洛阳周边，
而不再归葬旧墓。这一点和东汉时期的情况相似。改葬于洛阳周边，使死者魂灵安顿于异壤，同时让
其家属日后便于识别墓主的身份，制作志墓刻石 ( 砖) 并随葬于墓中，就成为一种必要的举措。不
仅仅是学者已关注的碑形墓志，还有砖柩、砖铭，皆同改葬他乡有密切的关系。
北京北郊出土的“张普墓砖”铭文曰: “魏景元元年，使持节护乌丸校尉、幽州刺史、左将军、
安乐乡侯清河张普先君之墓。”同墓另出 “张使君兄墓，同年造”和 “幽州刺史张氏兄墓， 同 年造
立”两种砖铭。⑧ 张普籍贯冀州清河郡，当是卒于幽州刺史任上，没有归葬旧里，而是埋冢于幽州治
所周边。此墓砖铭文标识了墓主的身份和籍贯。更为简单的铭文是河南洛阳出土的 “魏故持节仆射
陈郡鲍捐之神坐”和“魏故处士陈郡鲍寄之神坐”。⑨ 鲍捐、鲍寄可能为兄弟辈。寄葬于洛阳时，他
们的家人制作了同样的随葬铭文。如此简单的牌位文字，亦标明墓主的身份和籍贯。类似例子还有洛
阳出土的元康三年 ( 293) 乐生柩铭、河北磁县出土的赵国中丘县和国仁墓铭。它们都属于改葬他乡
而随葬含有籍贯和墓主身份内容的铭文。此类志墓铭文没有标识葬地，而凸显墓主原籍，和东汉时期
的志墓铭文一脉相承，属于同一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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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卷 73《韦贤传》附其子“韦玄成传”。
赵超: 《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1 页。
《后汉书》卷 17《贾复传》。
《后汉书》卷 10 下《皇后纪第十下》。
《三国志》卷 42《蜀书·谯周传》裴松之注引《晋阳秋》。
《三国志》卷 57《吴书·虞翻传》。
《晋书》卷 48《段灼传》。
陆增祥: 《八琼室金石补正》卷 8，北京: 文物出版社，1985 年，第 42－43 页。
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 《北京图书馆藏历代拓本汇编》第 2 册，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 年，第 30－31 页; 赵超: 《汉
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3 页。
而另一些志墓铭文，则专门记载改葬之事。① 如元康五年 ( 295) “晋故中书侍郎颖川颖阴荀岳墓
铭”②。铭文具体交代了荀岳颖川旧墓无法安葬和改葬于洛阳晋文帝陵道之右一事。正如铭文另引诏
书所说，荀岳葬于洛阳，是“权葬”。这也正是荀岳墓铭开头就交代改葬的原因。即使不是陪葬于洛
阳而是葬于籍贯所在地的墓葬，为改葬之事也会特地制作铭文。如 “徐文□墓铭”，其文曰: “元康
八年十月庚 ［子］( 午) 朔廿六日，晋故东莱庐乡新乐里徐君讳文□，年九十七，不禄薨。其子其女
卜吉改葬。西去旧墓七有一，□国治卅有五，西南去县治十。”③ 徐君本当葬于旧墓，但其子女为他
改葬。在记载改葬的墓地位置时，徐君墓是以旧墓作为参照的。又如永嘉元年 ( 307) “王浚妻华芳
之铭”，详细记载太原王浚曾祖父、祖父和父亲的葬地，谓王浚曾祖父王柔墓在太原晋阳城北二里，
祖父王机墓在河内郡野王县北白径道东北，并云: “比从曾祖代郡府君墓，南邻从祖东平府君墓”。
父王汶墓在洛阳北邙恭陵之东，“西比武陵王卫将军，东比从祖司空京陵穆侯墓”。志文末云:
先公旧墓在洛北邙，文、卫二夫人亦附葬焉。今岁荒民饥，未得南还。辄权假葬于燕国蓟城
西廿里。依高山显敞，以即安神柩。魂而有灵，亦何不之。④
从曾祖父为代郡太守，即王泽，为王柔弟; 从祖京陵侯乃王昶，王泽子。⑤ 据此引可知，王浚祖
上墓地分散于三处: 曾祖父的晋阳县墓葬，祖父和从曾祖父、从祖的野王县墓葬，从祖和父亲的洛阳
北邙恭陵东侧墓葬。从王浚曾祖父王柔兄弟开始，葬地就不在一处。王柔葬于籍贯地晋阳，而其弟王
泽则安葬于野王县; 王昶葬于洛阳，其兄和从兄弟王机则葬于其父野王县的冢次; 王汶则葬于其从父
王昶墓旁。王氏这几代家族成员中，除了王柔本人葬于旧里，其他成员皆葬于外乡。在东汉魏晋时期
崇尚归葬旧墓的风气来看，王氏家族葬地如此分散也算是比较特殊的情况。因此，对于王浚而言，他
所谓的“旧墓”就是其父王汶在洛阳的葬地。迨其夫人华芳卒于幽州刺史府舍，无法归葬洛阳，就
假瘞于燕都。
以上事例表明，改葬他乡而无法归葬旧茔的墓室往往随葬志墓铭文。一些合葬墓的志墓铭文甚至
记载每一口棺柩的位置。如元康三年 ( 293) “关中侯河东裴祗墓铭”阴面曰: “太夫人柩止西筩，府
君柩止北筩西面，夫人柩止北筩东面，女惠庄柩止北筩东入。”⑥ 显然，如此详细的棺柩位置记载，
是为日后有可能的归葬旧墓而做的准备。这些记载，表明了权葬于异地的客观因素和无奈心理，但也
透露出人们渴望归葬旧里的一种 “旧墓”情结。
应当提出的是，上述的王氏墓铭，显示了葬地的移动，并未改变墓主和其家族成员的原有籍贯。
这暗示魏晋时期志墓铭文中所书写的籍贯不再仅仅是户籍地的象征，也同时含有标榜郡望的涵义。⑦
对于任官、居住于洛阳的异乡人士而言，志墓铭文的制作和改葬、合葬有密切的关系。铭文中葬地内
容的记载更加侧重于标识墓地和家族成员的棺柩位置。简而言之，与两汉时期强调居地和籍贯有所不
同，曹魏西晋时期的志墓铭文突出记载了和葬地相关的内容。相对于任官时的居地，即使是所谓的假
葬、权葬，葬地一般是固定不变的。对于流移异乡的士人而言，标识葬地和标榜郡望两方面内容，是
其志墓铭文中体现出的较为典型的特征。然而，东晋时期建康、襄阳及其周边出土的志墓铭文，甚少
记载葬地，比较特殊的是葬于建康白石 ( 今南京北郊象山) 的琅邪王氏王彬家族墓葬出土的砖刻铭
文。这一点颇值得注意。接下来观察王氏家族的随葬铭文。
541冥世的“乡里”想象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东汉建宁三年 ( 170) “郎中马江和夫人曹氏碑”就已提及为合葬、改厝而立碑。立于墓前的墓碑上记载此事，非常少见。
碑文参见洪适: 《隶释》卷 8，载《隶释·隶续》，北京: 中华书局，1986 年，第 95 页。
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 《北京图书馆藏历代拓本汇编》第 2 册，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 年，第 59 页。
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 《北京图书馆藏历代拓本汇编》第 2 册，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 年，第 63 页。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 《北京西郊西晋王浚妻华芳墓清理简报》，《文物》1965 年第 12 期。
《三国志》卷 27《魏书·王昶传》裴松之注引《王氏谱》。
黄明兰: 《西晋裴祗和北魏元暐两墓拾零》，《文物》1982 年第 1 期。
这也正是学者所揭示的郡望的形成阶段。参见矢野主税「郡望と土断」広島史学研究会『史學研究』Vol. 113，1971。
王氏家族墓中出土的多方墓铭，均按照较为固定的格式，记载墓主身份、籍贯、葬地和家庭成员
信息，稍翔实的铭文还记载墓主的官衔和墓地中棺柩的相对位置，最后还有刻石 ( 砖) 为识或刻
( 尅) 石为志的固定用语。① 至少可以说，这些铭文是流寓在建康的琅邪王彬家族内部共享的一种体
例。它们和同时期建康出土的其他随葬铭文有共同的特点，也有自己独特的一面。
先来说葬地。据“王兴之夫妇合葬墓志”，王兴之葬于其父王彬墓左。那么，建康北郊白石的这
一处葬地，当从王彬开始营建和使用。王彬墓没有出土相关的墓铭。“王兴之夫妇合葬墓志”两面刻
字，阳面为王兴之的相关信息，阴面是其夫人宋和之的相关信息。观察 “墓志”可知，它应当制作
于永和四年 ( 348) 宋和之下葬时。那么，“墓志”中有关白石和棺柩方位的记载，可能迟至东晋中
期才开始出现。咸康七年 ( 340) ，侨置实土临沂县，琅邪王氏获得土著之实，同时，王氏家族墓地
也位于侨置的临沂县境内。② 这样，在永和四年长子王闽之等家庭成员埋葬宋和之于王兴之棺柩之右
时，将名实相符的葬地写进合葬墓铭中。
这一背后，是王彬家族的白石山墓地逐渐转变为 “旧墓”的过程。“王闽之墓志”曰: “升平二
年三月九日卒，葬于旧墓，在赣令墓之后，故刻砖于墓为识。”③ 此外，太和六年 ( 371) 王建之妻
“刘媚子墓志”、咸安二年 ( 372) “王建之墓志”都提到了位于白石的 “旧墓”。可以说，至迟从升
平二年 ( 358) 开始，王彬家族就已经认同于在建康北郊所营建的墓地，将其视为旧墓。在实土化的
侨置临沂县境内，王彬家族形成的“旧墓”，实则是王氏成员对“旧里”先茔的想象和创建。这样的
观念和做法，也普遍存在于东晋流寓士人群体中。综上所述，东汉时期兴起的买地券，是为亡人在阴
间获得固定的居所而服务的。葬地标识首先便具有这种意义，其次，还是出于对异地亡人 “旧茔”
营建的考虑。通过这样的方式，异地亡人也可算是“糜骨乡壤”，体现了流寓士人的 “旧墓”情结和
出于对死后魂归“旧里”的想象。对于无法归葬 “旧里”的流移人群而言，这是一种在异地让亡人
灵魂安顿于地下世界的折中方式。故上述太原“王氏墓铭”才有“魂而有灵，亦何不之”的感慨。
三、亡人新 “乡里”: 生为侨民、死为 “土著”
《晋书·王裒传》记载城阳郡王裒一则非常有趣的轶事:
乡人管彦少有才而未知名，裒独以为必当自达，拔而友之。男女各始生，便共许为婚。彦后
为西夷校尉，卒而葬于洛阳，裒后更嫁其女。彦弟馥问裒，裒曰: “吾薄志毕愿山薮，昔嫁姊妹皆
远，吉凶断绝，每以此自誓。今贤兄子葬父于洛阳，此则京邑之人也，岂吾结好之本意哉!”馥曰:
“嫂，齐人也，当还临淄。”裒曰: “安有葬父河南而随母还齐! 用意如此，何婚之有!”……及洛
京倾覆，寇盗蜂起，亲族悉欲移渡江东，裒恋坟垄不去。④
在王裒来看，管彦子葬父于洛阳，即是京邑人士，而不再是同乡，故王裒更嫁其女。他的看法虽
然稍显极端，但恰表明时人对葬地和先茔的重视。由此延伸开来，葬地、“旧墓”和籍贯间有着密切
的关联。《晋书·桓彝传》载丹杨尹温峤上疏荐桓彝出任宣城内史，“彝上疏深自扌为挹，内外之任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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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王氏家族墓地出土的墓铭相关研究，参见罗宗真: 《略论江苏地区出土六朝墓志》，载《探索历史的真相———江苏地区
考古、历史研究文集》，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108－121 页; 张学锋: 《南京象山王氏家族墓志研究》，载《汉唐考古
与历史研究》，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年，第 355－369 页; 朱智武: 《东晋南朝墓志研究》第 2 章《东晋南朝出土
墓志校释》，台北: 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4 年，第 67－153 页; 毕云: 《“刻砖为识”———东晋南朝的砖志及其反思》，《南京晓庄学
院学报》2015 年第 2 期。
中村圭爾「关于南朝贵族地缘性的考察———以对侨郡县的探讨为中心」 『東洋學報』Vol. 64，No. 1、2，1983，译文参见
《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5 年第 4 期，收入李洪天主编: 《回望如梦的六朝———六朝史论集》，刘驰译，南京: 凤凰出版社，2009 年。
南京市博物馆: 《南京象山 5 号、6 号、7 号墓清理简报》，《文物》1972 年第 11 期。
《晋书》卷 88《孝友·王裒》。
非所堪，但以坟柏在此郡，欲暂结名义，遂补彝宣城内史”①。谯国桓彝渡江后，将葬地营建在宣城
郡，故有“坟柏在此郡”一说。后桓彝死于苏峻之乱，“宣城人纪世和率义故葬之”，恰证明桓彝葬
地即在宣城。桓彝虽没有入籍宣城郡，但他结名义于宣城郡人士，应是意识到同葬一处地所体现出的
“乡里”情义。《宋书·谢灵运传》云: “灵运父祖并葬始宁县，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会稽，修营别
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② 谢灵运父祖葬于会稽始宁县，他便入籍于会稽郡。这样的做法合乎
当时人正常的孝义观念。从上述来看，先祖葬地直接影响了子孙的籍贯。这就是王裒例子中所反映的
葬于何地即为何地人的观念。
此种观念和做法并不仅限于当时的士人群体。东晋和刘宋时期施行土断时，就是以侨民的坟墓所
在地作为指标之一。《晋书·范宁传》载范宁向晋孝武帝陈时政，开篇便谈到: “昔中原丧乱，流寓
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许其挟注本郡。自尔渐久，人安其业，丘垄坟柏，皆已成行，虽无本邦之
名，而有安土之实。”③ 范宁指出，侨民虽然没有入籍所居之地，但坟垄已成行，显示父祖几代都已
安葬于当地，这就是“安土之实”。在这样的情形下施行土断，盖不会招致侨民过多的反对。不仅范
宁，刘裕在义熙九年 ( 413) 因“时民居未一”而上表，文末说道: “今所居累世，坟垄成行，敬恭
之诚，岂不与事而至。请准庚戌土断之科，庶子本所弘，稍与事著。”④ 土断施行的成熟条件就是文
中所说的侨民所居之处 “坟垄成行”，背后其实是侨民形成了对父祖葬地的依恋。《宋书·徐广传》
载永初元年 ( 420) 徐广上表曰: “臣坟墓在晋陵，臣又生长京口，恋旧怀远，每感暮心。息道玄谬
荷朝恩，忝宰此邑，乞相随之官，归终桑梓，微志获申，殒没无恨。”⑤ 徐广原籍东莞姑幕，侨居于
晋陵郡京口，墓地也在当地。因此，徐广乞求能够归老于桑梓晋陵。这反映了南渡家族经过一两代的
居住后，将葬地所在之处认同为家乡。这就是因葬地而在异乡形成的 “旧墓”情结。可以说，土断
侨民入籍的最重要参考依据就是他们父祖辈的葬地所在。
如上节所述，葬地对于亡人而言也具有意义。居于异乡而营造墓室，就是为了安顿先人的亡魂。
成都地区出土“段仲孟造石门题记”曰:
惟自旧忯，段本东州。祖考俫西，乃徙于 ［濨］ ( 慈)。因处广汉，造墓定基。魂零不宁，
于斯革之。永建三年八月，段仲孟造此万岁之宅，刻勒石门，以示子孙。
段仲孟年八十一，以永和三年八月物故。⑥
题记镌刻于新都三河镇互助村廖家坡 HM3 崖墓石门背面，上书“石门关”三字。“东州”，学者
考证为东汉青州北海国一带。“濨”当即濨水，京兆蓝田县灞水之别称。⑦ 则段仲孟祖考由青州北海
一带先迁徙至关中，再从关中越岭南入广汉郡。“魂零”即 “魂灵”。“魂零不宁，于斯革之”一句，
说的是造墓定基之后，祖考魂灵也就得以安宁。 “造墓”当是下文永建三年 ( 128) 段仲孟所造的
“万岁之宅”。从墓中前、中和侧室出土多具陶棺来看，段仲孟于永建三年所造墓室，恰是为了安顿
祖、父的棺椁和魂灵。迨永和三年 ( 138) 段仲孟物故，也葬入这一墓室。题记反映了流移人群居于
异乡而营造墓室安顿魂灵的重要性。
然而，就东晋末期使用买地券随葬的移民群体来看，异乡的葬地所在之处即是亡人的 “新乡
里”。换言之，移民侨居于他乡，亡人无法归葬旧里，只能安顿于生人所居的地下世界。这和流寓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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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书》卷 74《桓彝传》。
《宋书》卷 67《谢灵运传》。
《晋书》卷 75《范汪传》附其子“范宁传”。
《宋书》卷 2《武帝纪中》。
《宋书》卷 55《徐广传》。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新都区文物管理所: 《成都市新都区东汉崖墓的发掘》，《考古》2007 年第 9 期。
关于铭文的考证，参见魏启鹏: 《新都廖家坡东汉崖墓〈石门关〉铭刻考释》，《四川文物》2002 年第 3 期; 连劭名: 《成都
新都东汉墓〈石门关〉铭刻考释》，《文博》2004 年第 1 期。
人群体所凝聚的“旧墓”情结不同，属于另外一种安顿亡魂的方式。受到当时人群较大规模流动的
影响，现今所见吴晋时期的买地券使用群体绝大多数是寄居于异乡的移民。① 这和东汉时期的买地券
使用者基本为当地人有所不同。至南朝时期，买地券文体又出现新的内容，和乱世下的移民选择葬地
有密切的关系。下面先将这时期出土的相关买地券列表如次:
表 2 南朝相关买地券中的“乡里”和葬地记载
买地券名称、时间 墓主姓名前冠以的“乡里”; 葬地
徐副买地券 ( 元嘉十年，433) 长沙郡临湘县北乡白石里; 本郡县乡里
蕑谦买地券 ( 元嘉十六年，439) 武昌郡武昌县东乡新平里; 武昌县都乡石龟环里
妳女买地券 ( 元嘉十九年，442) 始兴郡始兴县东乡新城里; 新城里夕口村前
田和买地券 ( 元嘉二十一年，444) 始兴郡曲江县□乡太平里; 本郡县乡里
罗健夫妇买地券 ( 元嘉二十二年) 堂邑郡高山县都乡治下里; 丹阳郡湖孰县都乡西乡里
龚韬买地券 ( 元嘉二十七年，450) 南海郡番禺县都乡宜贵里; 都乡宜贵里
罗道训买地券 ( 元嘉三十年，453) 南徐州彭城郡彭城县都乡安上里; 丹阳郡湖孰县都乡西乡里
刘觊买地券 ( 永明三年，485) 南阳郡涅阳县都乡上支里; 江夏郡汝南县孟城山堽
熊薇买地券 ( 天监十五年，516) 始安郡始安县都乡牛马王暦里; 都乡牛马九癿里
熊悦买地券 ( 普通四年，523) 始安郡始安县都乡牛马杨田里; 都乡覃癿里
资料来源: 鲁西奇: 《中国古代买地券研究》，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110－134 页; 江宁博物馆、
东晋历史文化博物馆编: 《东山撷芳———江宁博物馆暨东晋历史文化博物馆馆藏精粹》，北京: 文物出版社，2013 年，
第 14 页。
上表买地券中，除徐副、田和和刘觊买地券之外，其他券文均涉及了 “玄都鬼律、地下女青诏
书”中的律文，一般为“从军乱以来，普天下死人，皆得听随生人所在 ( 居) 郡县乡里亭邑葬埋”
的语句。② 它们在买地券文中出现的时间，和《女青鬼律》成书于晋末时期颇相符合。③ 与 《女青鬼
律》的受众群体类似，这些买地券的使用者一般也是流移至他乡的移民。观察券文可知，并非每一
葬地都完全符合《女青鬼律》的律文，葬于墓主生前所在的“乡里亭邑”，但都没有超出墓主生前居
住的郡县。此外，墓主姓名前冠以的郡县乡里，其涵义既有表示居住地，也有标明原籍地和新籍贯，
这需要具体加以甄别。
先来看罗氏父子买地券。出土于南京江宁区淳化街道双岗社区咸墅岗的罗健夫妇买地券文中，
“堂邑郡高山县”，该作何理解呢? 据 《宋书·州郡志一》，永兴元年 ( 304) ，分临淮、淮陵立堂邑
郡。④ 高山县当于此时割属于堂邑郡。那么“堂邑郡高山县”的辖属关系，形成于西晋中期。然而，
东晋中期又侨置堂邑郡于江南，但仅领堂邑一县。同时，侨堂邑郡在刘宋元嘉十一年 ( 434) 前就已
省并到侨高阳和魏郡。⑤ 故罗健夫妇券文所称的 “堂邑郡高山县”，应是其原籍地，位于江北。⑥ 江
北的堂邑郡，在晋末安帝时改为秦郡。其下辖属县，不仅已经没有原先置立的堂邑、高山等县，而且
不少是侨县。⑦ 可以说，江北的堂邑郡也成为北方侨民的流布之所了。⑧ 券文中的 “堂邑郡高山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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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关于吴晋时期的买地券释文整理和考证，参见鲁西奇: 《中国古代买地券研究》，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78－
107 页。
值得指出的是，即使是同一地域出土的买地券文中，也不是都有这样的语句。这样来看，这一表达是有它实际意义的。
孙齐: 《六朝荆襄道上的道教》，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等编: 《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 8 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年，第 117－126 页。
《宋书》卷 35《州郡一》南兖州刺史“秦郡太守”。堂邑郡分立时间，《晋书》记为元康七年 ( 297) ，参见《晋书》卷 15
《地理志下》。
《宋书》卷 35《州郡志一》。
陆帅: 《南京江宁出土刘宋罗氏家族买地券研究———南徐州侨民与晋宋之际的建康社会》，《东南文化》2018 年第 2 期。
《宋书》卷 35《州郡一》。
小尾孝夫: 《广陵高崧及其周边———六朝南人的一个侧面》，杨洪俊译，《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5 年第 1 期。
应属于东晋较早时期的情况。罗健南渡的确切时间，已无从知悉，不过很有可能在东晋中后期。“罗
健买地券”说道: “从军乱以来，普天死人，听得随生人所□丹阳郡湖孰县都乡西乡里中亭邑买地葬
埋。”可知，罗健寄居于丹杨郡湖孰县都乡西乡里，也葬于该地。这样的记载表明，至元嘉二十二年
( 445) 罗健夫妇下葬时，他们仍旧尚未土断而获得江南的籍贯。
值得注意的是，短短间隔八年，罗健子罗道训券文中标识的地名却成为 “南徐州彭城郡彭城县
都乡安上里”。“彭城县都乡安上里”是彭城刘氏刘怀肃的原籍居里。《宋书·刘延孙志传》云: “刘
氏居彭城县者，又分为三里，帝室居绥舆里，左将军刘怀肃居安上里，豫州刺史刘怀武居丛亭里，及
吕县凡四刘。”① 罗道训能够著籍于 ( 南) 彭城郡刘氏的居里，可能是荣宠和优待。南彭城郡，据
《南齐书·州郡志上》，看来是没有实土的侨郡。② 然而罗道训券文开头却说道向都乡安上里地下先
人、蒿里父老等买地，而后所引的“女青诏书科律”，也只是说随生人所在郡县乡里埋葬。从券文体
例来看，此处“郡县乡里”应当就是指彭城县都乡安上里。可是联系罗道训即葬于其父墓侧这一事
实，“郡县乡里”更应该是指葬地所在的湖孰县都乡西乡里。尤为矛盾的是，倘若南彭城郡没有实土
的话，券文又何谈向安上里所在的冥界买地呢? 搁置此点暂且不论，事实上是，罗道训和其父母一
样，居住于湖孰县。他们并非湖熟县人士的现实，促使他们需要借助 “女青诏书科律”的方式，而
安葬于当地。无论如何，罗道训虽然著籍南徐州，但仍属于未彻底土断的侨民。
和罗氏父子买地券相仿的是刘觊买地券。据券文，刘觊原籍南阳涅阳县，祖父刘肃、父刘元山，
都有官衔。并且其父、祖坟茔在荆州江陵照心里，券文称为 “旧墓”。则刘觊家族自其祖父刘肃开
始，渡江居于荆州江陵，并且埋葬于照心里。券文又说道: “中府君今更新其丘宅兆，在此江夏郡汝
南县孟城山堽。”刘觊之所以将其父祖“旧墓”迁葬于江夏，很可能是其父刘元山遭诛于刘义宣事变
中而草草下葬，③ 事后再重新择葬。本来在江陵一带已有 “旧墓”情结维系的刘氏家族，再一次迁
居、择葬于江夏汝南。那么，刘觊为何将旧墓迁葬于江夏汝南县呢? 据 《宋书·州郡三》，汝南县为
“晋末汝南郡民流寓夏口”而侨立，晋孝武帝太元三年 ( 378) ，汝南县获得实土，而辖属于江夏
郡。④ 汝南郡与南阳郡相邻，侨立的汝南县在江夏郡拥有实土，同时地处交通要道。这些因素可能促
使刘觊生前迁居汝南县，同时重新营建坟茔。因此，在实土的侨汝南县未土断前，刘觊仍旧以南阳涅
阳的原籍地标识自身。
“蕑谦买地券”中谓蕑谦 “自从祖父母来葬在此石龟环里”，则石龟环里是蕑谦的 “旧墓”所
在。蕑谦虽葬于父、祖的“旧墓”，但仍要向冥府买地，同时也引用女青律令，谓 “从军乱以来，普
天之死人，听得随□□□在郡县乡里亭邑买地葬埋”。既然蕑谦算是归葬父、祖 “旧墓”，为何又有
如此的表达呢? 这反映了“武昌郡武昌县东乡新平里”是蕑谦的居地，而非土断后的籍贯。这也进
一步说明此种类型的买地券，是为居于异乡而尚未入籍于当地的移民服务的。他们希冀以 “买地”
的方式在死后被异乡的地下世界所接纳，魂灵得以安顿于冢茔中。就此层面而言，亡人获得的 “新
乡里”要早于现世的生人。而葬地以及 “旧墓”情结的形成，则又促使侨民进一步土著化。这也正
是生为侨民、死为“土著”的意义所在。
结 语
《三国志·蒋琬传》载钟会与蒋琬子蒋斌书曰: “桑梓之敬，古今所敦。西到，欲奉瞻尊大君公
941冥世的“乡里”想象
①
②
③
④
《宋书》卷 78《刘延孙传》。
《南齐书》卷 14《州郡志上》。
鲁西奇: 《中国古代买地券研究》，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123 页。
《宋书》卷 37《州郡三》。
侯墓，当洒扫坟茔，奉祠致敬。愿告其所在。”斌答书曰: “亡考昔遭疾疢，亡于涪县，卜云其吉，
遂安厝之。知君西迈，乃欲屈驾修敬坟墓。视予犹父，颜子之仁也，闻命感怆，以增情思。”① 蒋琬
虽原籍零陵郡，但随刘备入蜀，生前居于涪县，亦卒葬于当地，故钟会说 “桑梓之敬”。祭扫蒋琬坟
墓，不过是钟会伐蜀收买蜀将人心的举措。然而由二人书信可见，在 “桑梓”观念形成中起着重要
作用的葬地 ( 先茔) ，成为家庭、家族成员维系孝思、情思的所在。
葬地 ( 先茔) 的重要性在于人们推崇的 “祖灵”观念。而坟茔所在的 “乡壤”，也由此让人产
生了一种情义。因此，居于异乡的人群一般归葬故里，葬于先人冢次。② 然而，受到诸种因素的制
约，不少人士死于异乡、葬于异壤。在异乡的坟茔逐渐延续使用之后，又或重新萌生对异乡认同为故
乡的情怀。无论如何，葬于异壤者，在一定程度上割断了和桑梓旧里的情义。为了尽孝思、归葬旧
里，这些葬于异乡的坟茔往往被称为权葬、假葬和寄葬等，以待日后有机会迁葬于故里。正是随着人
群流动的增强和死后面临着无法归葬旧里的可能性，在魂魄入地和冥世神祇掌治亡魂等观念的基础
上，死后世界不断地被人们想象和创造。
具体来说，死后世界的具象化，和坟茔、葬地有着密切的关系。较之于 “地下主” “土府”和
“泰山府君”等掌管死后魂魄的冥世认识和想象，作为通向地下世界门户和安顿灵魂的坟茔、葬地，
可以清晰地被人们所接触和营造。有关阴间神祇掌管死后世界的认识，是抽象和模糊的。在这一认识
图景中，“泰山”或者“东海”只是万千魂魄被集中掌管的地方; 而以坟墓、葬地作为媒介构建死后
居所，变得相对清晰和真实。正因此，与坟茔和阴间居所相联系的冥世 “乡里”，逐渐成为人们想象
死后世界的另一种图景。
通过具体的考述可知: 其一，亡人和现世生人一样，拥有“乡里”。只不过，无论葬于何处，亡
人“乡里”的表达是依据现世的籍贯。具体就随葬志墓铭文来说，地名内容用于招魂和标识亡人
“乡里”，强调的是死者和灵魂的 “乡里”归属。其二，受到“祖灵”观念的影响，亡人 “乡里”逐
渐和葬地、坟茔等相对固定的空间相联系，促使 “旧墓”情结的形成。葬地的标识不仅呈现了与坟
茔紧密关联的相对具象的地下居所，而且是出于对异地亡人 “旧茔”的营建。通过这样的方式，异
地亡人也可算是“糜骨乡壤”，体现了流寓士人的 “旧墓”情结和出于对死后魂归 “旧里”的想象。
其三，亡人新“乡里”的构建。一方面，“旧墓”情结促使侨流人群在心理上逐渐接受、认同异乡;
另一方面，在新式买地券文体的构建下，亡人通过“买地”的方式优先于生人获得 “新乡里”，安顿
于异壤。这两者是侨民土著化的重要开端。这三个层面，是从死后灵魂的空间移动的立场上加以认识
和想象的，分别是从现世到冥世的移动，葬于异乡而亡魂却归于 “旧里”和安顿于异乡冥世。它们
共同构成了中古时期冥世的 “乡里”想象。在一系列的冥世 “乡里”想象的图景中，涉及了籍贯、
居地和葬地 ( 坟茔) 三者。它们不仅是作为一种符号化的地名，而且是带有空间单元意义的社会标
签。赋予这三者以不同意义的是因人群流动而带来的居、葬于异乡、异壤。吕安国所谓 “旧壤幽隔，
飘寓失所”③，反映侨民无以返回旧里的失落心理。但也正是这种现实，促使籍贯成为原籍地，进而
用以标榜郡望; 葬地成为异乡人群魂灵的安顿之所，由此而在异壤重新形成 “旧墓”情结。这三者，
从根本上论，都是对土地的依恋。
责任编辑: 于 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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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三国志》卷 44《蜀书·蒋琬传》附其子“蒋斌传”。
杨树达: 《汉代婚丧礼俗考》第 2 章《丧葬·归葬》，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第 137－145 页。
《南齐书》卷 14《州郡上》“北兖州”栏。
